
1968 年，中美关系开始解冻，随之 1971 年基辛格访

华和 1972 年尼克松访华后更有了突破性进展，与此轨

迹基本一致的是，多轮谈判仍未果的越美巴黎谈判也于

1972 年加速进行。这两者间的关联引起了各种猜测。从

已有的研究来看，基本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一是

中美和解是对越南的“出卖、背弃”， 中国在中美和解

前一直反对谈判这一点成为“阻挠、破坏和谈”的佐证；

二是反对过于片面简单的看法，主要和代表性的成果

有，沈志华和李丹慧的《中美和解与中国对越外交

（1971-1973）》，文章认为，“尽管中国没有采取可能导致

破坏中美和解进程的更为激烈的措施来消除美国对越

南施加的军事压力，但也没有损害盟友的任何利益”；克

里斯·康诺利（Chris Connolly)《美国因素：中美缓和与

中国对越南战争的态度（1968-1972）》，作者指出，“一味

接受中国‘出卖’越南的解释，或者中国自 1968 年以后

因为自己和美国对话的诉求而在印支冲突中“失去利

益”的解释，是对北京对越南战争的态度和政策的过于

简单化的解释”。 在前人讨论的基础上，本文以中国

反对谈判的原因为切入点，进一步说明中美和解对越美

谈判的影响。

一、中国反对谈判的原因

1965 年，美国直接派地面部队侵入越南南方，作为

越南的邻国和盟友，中国坚决反对越南和美国谈判，而

苏联自赫鲁晓夫后期逐步调整其对越政策，改“脱身”为

“插手”，不断加强援越力度的同时鼓吹在谈判桌上解决

越南冲突。如此，中国反对国际上的各种和谈呼吁被认

为是“千方百计破坏和谈进程”，甚至被认为其中有“嫉

妒苏联的成分”。

当时，中国反对谈判既有与谈判本身相关的策略因

素，也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就策略而言,中国认为谈判的

条件和时机都不成熟。 如果说中国阻挠和谈，那至少要

具备这样一个前提，美国确有谈判的诚意。遗憾的是，正

如一名白宫顾问后来评论说，约翰逊当时根本不想谈判。

有研究表明，约翰逊政府搞逐步升级战略的目的，

是要改变对手的意志，这就需要在军事打击过程中不时

试探北越的意图。另一方面，维持美国国内舆论和盟国

政府对于轰炸的支持和容忍是实施逐步升级的一个重

要条件，这又需要使升级尽可能带有合理的外观，制造

北越咎由自取的假象。 这两个因素导致了 1968 年以

前约翰逊政府进行多次“和谈”试探。另外，还有一个非

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美国统治集团内部一场又一场的

关于侵越政策何去何从的大争吵，一连串的争吵迫使约

翰逊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祭起“和谈”的破旗。无论是

在国际上大张旗鼓地发动“和平攻势”还是与北越进行

私下接触，华盛顿都向北越提出预期无法接受的条件，

以便摆出一副合情合理的姿态。在美国侵越战争逐步升

级的时候，根本不可能出现真正的谈判局面，美国不过

是为了追求舆论效应，约翰逊不过是故作姿态。

由此可以说，中国对此时战争形势的判断是客观

的，美国在战场上占不到便宜，越来越被动，对越南就是

越有利的谈判筹码，所以不能不考虑谈判时机、条件等

技术性要求，中国有关的意见也是合情合理和比较中肯

的，并非借口阻挠、破坏和谈。当然，让中国反对谈判的

更深层次或者说更关键的因素则是对来自苏联的威胁

的担心。

中苏关系自 1950 年代末起逐渐恶化。1964 年，毛泽

东开始明确提出了苏联攻打中国的问题。尽管这时毛泽

东认为苏联大规模进攻中国还不大可能，但在他看来，

与美国的威胁相比，苏联的威胁似乎更为现实，也更加

紧迫。中国高层认为“长期以来，美国对中国实行半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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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现在苏联也在包围中国。除了越南这部分外，包围

圈已接近完成”。 因此，中国领导人不能不担心，如果越

南让步，美苏联合的现实将使中国陷入双重包围之中。

中国还担心如果越南在苏联的影响下对美国妥协，将是

中国最不愿意看到的状况。中国反对越美和谈的因素或

许相当复杂，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来自苏联的切实威胁，这

无疑关系到国家重大安全战略和利益。但如果把它作为

唯一的原因，不及其余，就无异于一叶障目，中国有关谈

判的时机的那些意见绝不是无中生有、无稽之谈。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1960 年代中国外交政策表现出

一定程度的支持世界革命的狂热，并指责苏联缺乏革命

的战斗精神，越南抗美救国战争被赋予了同时具有反对

美帝国主义斗争的第一线和代表世界革命的一面旗帜

等双重意义。中外学者就此普遍认为，中国反对谈判是

受到了这些极左思潮的影响。

笔者以为，结合、联系时代背景分析某个历史问题

具有普遍意义，但这种分析究竟有多少实际分量则是个

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极左思潮或许多少影响了中国对

谈判的态度，但终究不是关键的，甚至不是严肃的，和中

越之间关于和谈的分歧以及苏联威胁这样清晰可见的

因素相比，它衡量起来很模糊。更何况对 1960 年代中国

外交政策怎样评判本身也是个需要以理性对待的问题。

美国经典现实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摩根索一直是越南

战争最坚定的反对者，在他看来，虽然中国外交政策表

现出一定程度的支持世界革命的狂热，但从整体上看，

新中国基本上还是按照传统国家利益来处理对外关系

的，中国对非洲和拉美革命运动的支持是一种边缘性的

事业，可以说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不是中国长远

的国家利益之所在，1949 年后中国领导人在亚洲追求的

是中国的外交政策而不是共产主义的政策。虽然 1963

年中共发表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中心在广大亚非拉地

区的宣言，随后林彪也在 1965 年 9 月 3 日宣布要将中

国革命经验应用到世界场合，但这些其实都是中国传统

民族中心主义的一种表现，与中国自古以来就把自己当

做世界中心的观念密切相关，却不能由此认为中国真的

要将此付诸实践，更不能将林彪的讲话看做《我的奋斗》

的翻版。实际上，中国领导人在外交实践中特别在涉及

中国传统利益时仍然保持着审慎和节制。

二、中国在越南问题上的矛盾处境

尼克松上台前后，做出与中国和解的姿态。1971 年

4 月，尼克松转达了亲自访华的口信，并提议由基辛格作

为特使先行秘密来华举行预备会议。有学者认为，“直到

基辛格访华前，北京似乎还未了解美国在越南问题上对

中国的希望，也没有认真考虑中美和解与越南战争之间

的关系”。然依笔者见，中国是非常清楚美方意图的。当

得知基辛格计划到北京时，以精明和超常洞察力著称的

周恩来就敏锐地感觉到，美国人要谈越南问题。1970 年

3 月 21 日，周恩来接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报来巴总

统叶海亚·汗向张彤大使转达的尼克松口信，“准备开辟

一条白宫通向北京的直接渠道，如果北京同意的话。这

样一条渠道的存在将不会被白宫以外的人知道，而且我

们可以保证完全的自由决断。”周阅后批：“尼克松想采

取对巴黎谈判办法，由基辛格秘密接触。”

1971 年 7 月 9 日，基辛格转道巴基斯坦来到北京。

在与周恩来的谈话中，基辛格很快就把印度支那问题提

出来，他非常系统地阐述了尼克松政府对越南战争的

基本立场，但他说：“让我以一个来自太平洋另一边和

曾经见过黎德寿５次，见过春水９次的人的角度来给

予你一些我个人的印象。我同意越南人民是英雄的人

民，那些造成越南人成为如此伟大的战斗者的品质使得

他们很难缔造和平。如果他们的某些朋友能帮助他们看

到这样的前景以使他们懂得某些政治进化是必须的，那

么我们就能较快地结束战争，当然你们不必对之作答”，

周恩来非常巧妙地对基辛格说：“你已经与他们会谈了

这么多次，而我只是第一次与你会晤”。基辛格花很多时

间解释美国的印度支那政策，“特别是强调他和黎德寿

的秘密谈判”，显然是试图让北京说服河内加速谈判进

程，但周恩来对此采取了回避态度，只是表示支持越南

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敦促美国尽快撤军。这个反

应出乎基辛格的预料，以致于他很失望地向尼克松报

告，“深刻的分歧和多年的隔绝使我们与中国人之间的

距离很大”。基辛格离开两天后，周恩来飞到河内通报基

辛格的访华情况。黎笋指责周恩来，把越南反美斗争策

略出其不意的成分去掉了，“基辛格的访问意在终止这

些惊奇的效果。周恩来走后，河内党报发表了题为“尼克

松主义将一无所获”的社论。1971 年 9 月，周恩来在北京

会见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外交部长阮氏萍时，进一步

坦诚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中美会谈已经进行了 16

年，没有人提反对意见，为推动越美巴黎会谈，我们曾主

动中断中美会谈一年半。基辛格前不久访华是送上门来

的，跟他谈谈为什么不可以呢？赫鲁晓夫去美国戴维营

谈判，柯西金去葛拉斯保罗谈判，你们去巴黎同美国谈

判，我周恩来并没有去华盛顿，是他们来中国的，为什么

我们不可以在北京同美国谈判？我们不会拿原则做交

易，更不会出卖朋友。基辛格刚离开中国，我就去河内向

你们领导人通报，把谈判内容告诉亲近的兄弟党，等于

我把心都陶出来了。是打、是谈，这是你们的权利，我们

只想设法帮助你们要求美国尽快撤军。”鉴于情势复

杂，中国处境尴尬，所以中国对越美谈判唯有采取不干

预、不介入的政策，支持越南关于和平解决印支问题的

基本立场，即美国全部撤军和放弃对阮文绍政权的一切

支持。但各方面形势在起变化，中国的态度也随之悄然

改变，及至 1972 年 7 月，中国便积极敦促越南争取和美

国谈成，适时结束战争。

三、中国在越美间斡旋，劝告越南适时结束战争

中国从坚决主张抗战到底到劝告越南适时结束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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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个中缘由或许更复杂，但笔者以为仍可以做出如下

几点判断：

首先是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在全球、首先是亚洲

进行战略收缩。结束越南战争是尼克松政府的头等大

事，这使当时的印支战场形势发生了有利于越南人民的

变化，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侵越美军人数大幅度削减。截

止到 1972 年 9 月，驻越美军只剩下不到 3 万人，跟 4

年前尼克松上台初的 55 万相比，3 万已经是屈指可数

了。作为越南盟友的中国不能不看到，美国正在逐步从

越南和印支地区撤出的事实，而且基辛格第一次来到

北京，就把与周恩来会谈的更多时间花在解释美国的

印支政策上。中国领导人感到美国的确准备从越南脱

身，一旦它撤出越南，重新干涉越南的可能性很小。这

也正是黎德寿和春水 1972 年 7 月向劳动党中央提交

报告中的分析，他们对美国的战略意图给出这样的解

读：“美国仍希望我们和西贡政府对话，这样它就便于

脱身…西贡政权问题对美国具有全球战略意义，尼克

松暂时需要利用西贡当局作为推行称之为尼克松主义

新战略的主要工具。出于这个因素，即使美国被迫接受

政治妥协，尼克松也不能公开弃走西贡政府”。这是越

南准备给美国以“体面”地撤出越南的初步信号，就连

基辛格也感到了越方的变化，他告诉尼克松，“他们现

在似乎对美国的政治状况有了更多理解，似乎更比以

往认识到越南问题在我们整体的内外政策中的重要性

正日益下降。”这些状况都说明一个事实，印支紧张局

势将得到逐步缓解。如果美国没有战略收缩的需要，中

国也不可能软化对巴黎谈判的态度，从反对谈判变为敦

促北越努力谈成。

其次是美苏关系的影响。美苏的接近、特别是尼克

松 1972 年 5 月对莫斯科的访问以及限制战略武器协定

的签署使中国感到越来越不安。6 月，基辛格在他于美苏

高级会谈后造访北京时感觉到北京对印支停火的兴趣

更大了。他在给尼克松的备忘录里指出，基于莫斯科首

脑会议的结果，他到北京会晤周恩来乃是“第一次实实

在在的跟中国详细讨论越南问题，我们不是在搞历史追

述和正式的立场声明，而是就解决战争的方法和后果进

行准确的交换。”中国的态度在 1972 年明显发生改变

固然与此有直接关联，但论变化之契机则推至基辛格秘

密访华后似更为合理。

在美苏会谈前，周恩来对越南表示不过问巴黎谈

判，支持北越把战争进行到底，赞成搞掉阮文绍政府，这

个立场只是在 1971 年 7 月基辛格访华之前，因为有资

料表明，就在基辛格秘密访华的几天后，大约在 7 月 20

日，毛泽东接见南方共和临时政府外交部长阮氏萍，试

图说服南方共和临时政府放弃要阮下台的要求。 再根

据北越外交部的一份文件，1971 年 11 月 20 日周恩来对

来访的范文同说：“越南要抓住机会解决美国撤军和战

俘问题，推翻西贡当局则是个长远问题”。这就是中国暗

示越南应回到谈判桌前。基辛格访华之时，越美谈判正

逢尼克松上台以来的首次僵局，主要是阮文绍下台问

题，越南提出的谈判条件之一就是要求美国撤换阮文

绍，基辛格希望中国帮助说服河内在这个问题上要允许

一个“政治进程”的充分存在。尽管周恩来回避了基辛格

的话锋，但在和越南方面接触时态度显得直接得多。然

而越南怀疑大国在背后拿越南问题做交易，所以中国面

对巴黎和谈只能三缄其口。当然，事情正在起变化，这个

变化的发端就是基辛格的秘密访华，它开启了中国对巴

黎和谈立场的转变，美苏接近则成为中国最后完成立场

变化的助推剂。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北京对谈判解

决的立场软化些，部分原因是尼克松对莫斯科的访问，

但更主要的是基辛格让周恩来相信美国不会在阮文绍

问题上后退，而北越 1972 年的春季攻势也没能实现这

个目的。1968 年 11 月前，中国反对谈判，经常告诫越南

同志，战场上得不到的，谈判桌上也得不到。1972 年，出

于同样的原因，他们敦促越南做点妥协。

越美谈判几番陷入僵局，1972 年下半年更进入了白

热化阶段，越南准备放弃和平谈判而采取大规模军事行

动，尼克松也把赌注压在对越南的最后一击上。此时第

三方力量从中斡旋无疑是必要的。为化解谈判僵局，减

少不必要的对抗，中国在阮文绍问题上向越南提出了自

己的建议。当然，北京的本意并非只是要越南单方面让

步，因此在劝说河内的同时也不断向美国施加压力。10

月 25 日，中国驻法大使黄华带信给美国大使，表示相信

华盛顿的诚意，也劝告美国抓住目前“极为有利的时机

以结束越南战争”。其后，美国因西贡反对而拖延在停战

协定上签字、和谈又被拖延下来时，中国以最愤怒的语

言谴责西贡，要求美国坚决制止西贡的行为，当基辛格

向乔冠华提出希望北京说服河内让步时，乔冠华反劝美

国让步，认为“大国是有能力采取宽大态度的，不应该仅

仅为了得到南越而丧失全世界”。

结语

本文的研究表明，中国从反对越美谈判到推动谈判

的态度转变完全是建立在国际形势和谈判的具体状况

变化之基础上，中美和解与中国对越美谈判的立场变化

之间不存在纯粹的、直接的因果联系。中国没有因为和

美国改善关系、为帮助美国脱身而敦促越南谈判解决，

只是在谈判几近僵局的时刻对双方提出明确的建议，发

挥了雪中送炭的作用；另一方面，中美和解有利于越美

谈判进程，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巴黎和谈，正因为中美关

系改善，中国才得以有机会对美国讲话，适当的时候也

能够对超级大国加以劝告。事变的进程证明，中国关于

越美谈判的态度转变乃因时因地制宜，符合事物情理，

中美之间的缓和从中国的主观愿望上来说是试图对谈

判起到建设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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